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回應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的立場書

1. 引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早前(2008年11月11日)發出報告書(下稱「報告」)，提出一系列建議，以遏止青少年吸食精神毒品的情況，建議包括：驗毒、感化、加重刑罰、打擊跨境濫藥、加強研究、教育及復康治療等，當中最具爭議性的為立法強制驗毒及自願毒品測試的建議。由於兩項建議對個人私隱侵害極為嚴重，本會強烈反對有關建議，以下主要從目的、法理及實際運作三方面，分述反對理由：
2. 未能達致預防吸毒的目的
首先，根據報告建議(見第7章)，毒品測試的目的主要為監察和遏阻、及早介入、預防吸毒、調查及防止罪行。然而，毒品測試根本未能阻止吸毒者放棄吸毒的習慣。事實上，吸毒行為的成因眾多，不少涉及個人心理成長、家庭關係、朋輩因素等等，絕不會因為有被強制驗毒的風險而不嘗試吸毒；相反，報告認為在朋輩提供毒品時，當事人或可藉毒品測試為理由而加以拒絕，想法未免過於天真且不切實際。
美國在毒品測試的研究可供借鏡。早於2003年，密西根大學向1998至2001年全美國76,000學生進行研究，發現一刀切式向所有學生毒品測試，並未能阻嚇學生吸食毒品，毒品測試亦不能對學生建立毒品有危險性的觀念構成任何實際幫助。
2007年美國兒科學院濫用藥物委員會及學校衛生局發表的研究報告亦指出，全面向中學生推行毒品測試，根本並不可以阻遏吸食毒品。
不少專家及學者亦認為，毒品測試的打擊吸毒作用成疑：
“關注兒童及青少年的社工，均認為毒品測試弊多於利……讓兒童及青少年遠離毒品及酒類飲料的最有效方法，是依據科學化的研究，大力推行濫用毒品的預防計劃。” --- 美國全國社工協會總幹事Elizabeth J. Clark

“社會大眾不要隨便亦認同校園毒品測試是預防青少年濫用毒品的有效手段……儘管毒品測試已日趨普及，由於其涉及極多技術上的問題，測試的成效尚未證實。”--- 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青少年濫用藥物研究中心主任 Dr. John R. Knight

由此可見，所謂強制毒品測試能有助預防吸毒的基本假設根本不能成立。
3. 侵犯個人私隱且無理據

3.1  強制毒品測試嚴重侵害個人私隱
沒有人懷疑毒品對吸毒者構成的禍害，惟強制毒品測試卻未能在個人私隱與打擊毒品的公眾利益上達致平衡。香港奉行普通法制度，在普通法制度下，私隱可被界定為｢一個人因為不希望他人知道他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和行動以及他對將來的打算而出現的境況。｣
另外，《歐洲人權公約》第8(1)條規定：“人人可以享有私生活、家庭生活、居宅及通信受尊重的權利。”第8條所提供的保障，主旨在於確保每一個人在與其他人交往方面的人格得以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況下發展。
 歐洲人權法庭認為不可能亦不必就“私生活”這個概念給予一個詳盡的定義，但其判決顯示私生活受尊重的權利涵蓋以下範圍：
(a)
在沒有外界干涉的情況下過生活的權利；
(b)
男女的識別及姓名；
(c)
性取向及性生活；
(d)
身體及精神（或心理）健全；
(e)
資料保密的權利；
(f)
關於一個人的私生活的資料的記錄、發放和儲存；
(g)
擁有個人身分的權利和有個人發展的權利；及
(h)
與其他人及外界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權利。
雖然《基本法》並無明文提及私隱權，但是《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第二十九條補充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把保障範圍由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擴闊至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或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若在沒有涉嫌人士的同意而進行強制毒品測試，以確定他曾否吸毒，無疑是不適切地侵害其私隱權，損害當事人有維護人格尊嚴和保持身體不受侵犯的基本人權。

此外，現行法例亦強調對個人私隱的保障。《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亦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襲(arbitrary or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換言之，任何涉及侵擾個人私隱的行為，必須是合理(reasonable)和合法(lawful)，兩者缺一不可；若政府或公民的行為屬合理但缺乏不合法，或屬合法卻不合理，亦屬違法地損害個人私隱的權利。

專責小組在報告書中援引美國最高法院在2002年6月的裁決，以說明校方對參與競爭性的課外活動的學生進行毒品測試乃屬合理(reasonable)行為，目的是指出校園毒品測試的法理基礎
。然而，該案並沒有裁定：
· 所有學校必須向所有參與競爭性課外活動的學生進行毒品測試；
· 校方向其他參與非競爭性課外活動的學生進行毒品測試屬合憲；
· 校方向低年級學生進行毒品測試屬合憲；
· 尿液測試以外的毒品測試屬合憲。
反之，在2008年3月，華盛頓州的最高法院，便裁定校方在沒有合理懷疑下，要求所有參與體育課外活動的學生進行尿液測試的規定，屬違反該州的憲法，裁定該測試缺乏法律依據(without authority of law)
。換言之，只有在合理(reasonable)和合法(lawful)的情況下，方可進行毒品測試。
3.2  強制測試損害不使自己入罪的權利
此外，本會認為利用權力強制個別人士進行毒品測試，並以所得結果作為針對該人某項刑事控罪的證據，很可能會損害該人不使自己入罪的權利(right not to incriminate oneself)。《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條在有關被控告或判定犯有刑事罪的人的權利部份，便列明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包括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若執法機關有權強制毒品測試，這便剝奪公民不使自己入罪的權利。報告指出，類似的強制權力有立法先例可援，例如根據《道路交通條例》（第374章），在指定的情況下，一名司機可被要求進行酒精呼氣測試，結果可用作證據。然而，有關強制測試必須符合多項要求，只有在極罕有的情況下方可以進行，包括：
(1) 警務人員有合理懷疑有人駕駛汽車時體內有酒精、或該人涉及交通意外，或該車輛移動時犯了交通罪行；
(2) 當事人沒有合理辯解而沒有提供呼氣樣本作呼氣測試或提供樣本。
從法例規定可見，雖然執法機關可強制測試，惟只有在極嚴格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再者，酒後駕駛涉及道路交通安全，對其他駕車人士、行人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均構成莫大影響，在權衡後果對他人影響的嚴重性後，才引入強制測試作為最後的調查方法。反觀個人有否吸食毒品主要是影響個人，因此兩者不可同日而喻，不應引入強制毒品測試。因此，有關年齡界限及分級介入架構的討論亦屬不必要。
3.3  合理懷疑定義不清晰
報告書中建議引入｢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標準，容讓執法機關行使毒品測試的權力，然而，文件亦未有仔細定義合理懷疑標準，亦未有訂出合理懷疑的具體情況，令人擔心日後執法部門會有意或無意地濫用了毒品測試的權力。舉例來說：若警方在的士高場內地上發現有搖頭丸，並以在場人士有否搖頭作為是否施行毒品測試的準則，縱使部份人士因跟隨音樂拍子而搖頭，所有場內人士均需接受毒品測試。因此，此等合理懷疑標準可謂極不清晰，容讓政府濫權及損害市民個人私隱。
3.4  強制毒品測試助長濫用警權
小組在文件中強調，就是推行強制毒品測試，目的不在於方便檢控或擴大執法權以懲處犯事者，而在於加強及早介入和使吸毒者康復，說法令人懷疑。因為小組在報告中亦同意，根據其他地方經驗顯示，香港特區政府有必要施加某程度的強迫性和阻嚇(見第7.45段)，亦表示在現行法例下，執法人員難以證明某人管有棄掉的毒品或曾經吸食毒品(見第7.28段)。報告並指出縱使《危險藥物條例》訂明，吸食危險藥物即屬犯罪，惟現時很多毒品都以小丸形式吞嚥，相對於海洛英以吸入煙霧或注射方式吸食，發現前者會困難很多。正因如此，現時很難搜集到足夠證據以證實吸毒行為。(見第7.17段)。
事實上，現時警方並沒有普遍抽查測試公民體內樣本的法定權力。一如報告書指出，根據《警隊條例》（第232章）第59C條，獲授權的警務人員雖可從觸犯嚴重可逮捕罪行（包括吸食危險藥物）的疑犯身上收取非體內樣本（例如指甲、唾液和毛髮），不過，要令法庭信納疑犯確曾觸犯與吸食危險藥物有關的罪行，有關的非體內樣本的證據價值一般較低，反映有關權力對打擊毒品罪行的必要性不高。再者，現行法例也必需當事人同意（如疑犯未成年，則須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並獲得法庭授權，方可在疑犯身上收取尿液樣本。
若執政者不需任何法庭授權便可自行決定施以毒品測試，在權力缺乏適當制約下，有關權力極易被濫用，對青少年的個人私隱構成不必要的侵害。
再者，縱使法例容許執法人員在不須要該人同意下，要求醫生或護士檢查某人的體腔，有關權力的行使亦需由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或海關人員，在具有理由懷疑該人實際管有該條例所指的可予扣押物件，才可施行這項權力。若純粹懷疑某人曾吸食危險藥物，並不足以援引這項權力。
 現行法例施行如此嚴格的規定，目的亦是避免執法機關權力過大，在純粹懷疑下便強行搜查個人的身體，以防在缺乏完善制衡下侵害個人私隱。
3.5  有違兒童享有的自決權
縱然父母同意子女接受毒品測試，僅代表可合法地進行毒品測試，然而，這並不代表校方或執法機關有充分的法定權力進行測試。縱使學生家長簽署同意書同意其子女參與毒品測試計劃，若其子女不願意，無疑是不道德地侵犯他人私隱。
《兒童權利公約》第12條也亦定明：“…確保有主見能力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切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見，對兒童的意見應按照其年齡和成熟程度給以適當的看待”。既然法律也承認不同年齡的兒童，他們或有能力決定自己的利益，若兒童已屆成年且心智成熟，倘使其拒絕進行毒品測試，似乎施行強制或所謂父母監護人同意下進行測試缺乏充份法理依據，極有可能面臨司法覆核而被裁定違法。
4. 測試計劃實際執行問題重重
4.1  自願毒品測試計劃非自願
此外，報告亦建議可參考本港部份國際學校的經驗，在校園內施行自願毒品測試計劃。校方可要求學生家長簽署同意書，讓校方隨時以隨機或其他方式抽選學生進行毒品測試。本會認為所謂自願名不符實，因為若校方推出自願毒品測試計劃，不願意參與計劃的學生家長或學童便有機會被標籤為極有可能吸毒的問題學童，校方亦可能對該學童存有更大的戒心或懷疑，結果所謂自願實變成強制，亦強化社會對吸毒者的負面標籤，導致真正有吸毒習慣的青少年不敢主動求助，亦損害校園的和平友愛學習氣氛。
4.2  對校園構成負面影響、標籤濫用毒品學生

由於校園毒品測試計劃主要由校內的老師或專職人員負責，教師成為了學生的監察者，師生關係會比以往變得緊張，這樣不僅破壞師生彼此的信任關係，更令學生顯得尷尬及抗拒。事實上，師生信任關係對濫用毒品的學生表達他們的毒品困擾極為重要，若老師成為如打擊毒品的警察，實無助有效地處理學生吸毒問題。更甚者，部份學生為逃避毒品測試，甚至利用各種方式避開測試(例如：測試前逃學曠課等)。此外，被測試呈陽性反映的學生，或會在校園內被標籤(label)成為有問題份子，因此遭受排擠或歧視。

4.3  測試費用昂貴且浪費資源

此外，毒品測試費用極為昂貴，但成效卻令人存疑。以美國為例，研究發現校園毒品測試計劃用於每名學生的平均成本達320多港元(42美元)，這金額只計算首次測試，仍未包括往後的定期檢測。
事實上，毒品測試的成本遠遠高於用於校園毒品預防教育及輔導服務。美國俄亥俄州(Ohio)曾就校園毒品測試計劃進行成本分析，發現校園毒品測試計劃每校需耗費3,5000美元，全年進行了1,473次校園毒品測試，當中發現11個樣本呈陽性反應，平均毒品測試成本每名學生達24美元，相反，聘用濫用毒品輔導人員只需32,000美元，能為全校3,581名高中校內學生提供預防教育計劃，用於預防教育的每名學生成本亦僅18美元，成效之高顯然易見。

4.4  測試或現誤差、變相懲罰無辜學生

事實上，很多毒品測試縱使出現陽性反應，但亦可能基於錯誤的情況。以尿液測試為例，服用可待因(codeine)(一種採自鴉片的鎮痛止咳劑)會在測試海洛英(heroin)時出現陽性反應
、進食含有罌粟種子(poppy seeds)的食品會在測試鴉片劑(opiates) 時出現陽性反應
。錯誤的毒品測試令無辜學生被附上不必要的標籤，令他們因毒品測試遭受不必要的心理壓力。為避免錯誤的測試，學校或要求學生在毒品測試前及早申報他們服用其用藥物的情況，然而，此舉已不必要地進一步侵害學童的私隱，更令大大增加校方處理學童服用藥物的個人資料之行政負擔。

4.5  測試或導致不可預計的惡果

毒品種類繁多，縱使推行毒品測試，亦未能真正杜絕青少年吸食毒品的問題。由於吸毒的成因主要涉及學童個人心理及家庭關係，若問題根源未得以正視，學童最終只會利用不同方式逃避毒品測試。例如：他們或會選擇服用較難察覺的、藏留於人體時間較短的毒品(如MDMA(合成迷幻藥)、吸入氣劑等)。由於酒精類飲料較難於察覺，青少年甚至改為酗酒以解心癮所需，甚至有服食漂白水的情況
。部份青少年甚至想出千方百計逃避毒品測試，例如把頭髮和體毛全剃光，以避開毛髮毒品測試。

5. 結語

專責小組在報告中提出多項措施對抗吸食毒品的問題，大部份建議均值得公眾參考。然而，在涉及強制或自願的毒品測試上，有關建議均未能照顧個人私隱、兒童權利，在執行上亦產生極大負面影響。要有效處理青少年吸食毒品問題，公共政策的重點應集中在制訂預防及教育策略。學校應將側重點放在教育學生，亦非擔任執法者的角色去監督他們。

本會認為，處理青少年濫用毒品的最有效方法，是引入全面的預防及復康服務計劃，具體工作包括：鼓勵學生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及投入校園生活、將配合現實生活的毒品教育引入校內課程中、提供適切的濫用毒品輔導服務，以及舉辦講座或工作坊，以鼓勵家長積極關心學童吸食毒品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校方及家庭應加強與子女的聯繫，建立彼此互信及尊重的關係，相信應有助識別有濫用毒品的青少年，並預防青少年墮入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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